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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语言在 “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先行性、基础性、工

具性和人文性.“五通”愿景的最终实现离不开语言发挥沟通观念、交流

观点、推动人文交流的关键作用.南亚独特的地缘优势、资源禀赋和人文

资源使其在 “一带一路”倡议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推动语言战略在南

亚地区优先落地实施,不仅能够满足双边现实需求、为深化务实合作提供

保障,还将为 “一带一路”机制化水平的提升和可持续发展带来有益启

示.构建服务 “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战略是一项长期而系统的工程,不

仅要充分掌握沿线国家的语言国情和对华交往中的语言需求,从政策层面

推动我国国内外语政策改革、在实践层面对语言资源进行科学分配,还要

对中国自身的对外话语建构与传播做出合理规划,在更好维护中国自身发

展和对外战略利益的同时,促进语言交流合作,为提升中国国际形象、声

誉和在国际事务中的主观决策与塑造能力发挥建设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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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九年间,中国始终秉持 “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以 “推动各

领域互联互通”为切入点,积极推动 “一带一路”倡议实现高质量发展,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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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于同沿线国家分享中国发展机遇、实现共同繁荣.① “互联互通”是 “一
带一路”倡议得以持续深入推进的理念基础和实践行动的根本遵循.习近

平主席在 “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东道主伙伴对话会上曾对 “互联互通”

的概念做出了清晰而具体的阐释,指出 “互联互通不仅是修路架桥,不光

是平面化和单线条的联通,而更应该是基础设施、制度规章、人员交流三

位一体,应该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

大领域齐头并进.”② 学界近年来围绕 “五通”愿景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

究,但作为正处于发展变化中的国际机制,当前对 “一带一路”的研究仍

存在视角多元性不足、政策实践性与前瞻性不强等问题.③ 在基于国别和区

域展开的有关 “一带一路”的政策研究中,语言视角的缺乏正是其研究不

足重要表现之一.④ 事实上,语言在 “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先行性、基础

性、工具性和人文性;“五通”愿景的最终实现,离不开语言作为沟通思想

观念、交流协商观点、推动人文交流和文明互鉴的关键作用.⑤ 本文以南亚

地区为例,在梳理南亚国家语言国情和对华交往中语言应用现状的基础上,

尝试为构建 “一带一路”在南亚可持续发展所需的语言战略提出可行性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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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语言”(language)和 “话语”(discourse)两个概念存在差别.在语言学概念

范畴下,语言是指人类社会在历史和文化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形成的、作为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的

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即自然语言;话语则是不同行为个体在习得语言后,结合个人化经历和背景

对其进行内化,并以符合自我认知的方式在不同场景中使用的符号交流模式,即言语行为.本文在

国际关系语境中探讨国家行为体围绕语言或话语进行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充分借鉴了上述语言学的

定义,认为二者存在范畴差异,语言属于话语的子范畴.有关语言和话语的概念辨析,参见 Martin

Müller,“ReconsideringtheConceptofDiscoursefortheFieldofCriticalGeopolitics:Towards

DiscourseasLanguageandPractice,”PoliticalGeography,Vol２７,Issue３,２００８,pp３２２Ｇ３３８
周庆生:«“一带一路”中的语言»,载闫国华编: «语言科技与人类福祉»,北京,外语教

学与研究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２８~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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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带一路”中的语言问题:理论溯源与既往研究

语言政策实践离不开相关理论研究作为支撑,当前有关 “一带一路”

语言问题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国内学界,语言学、国际关系学和传播学

领域均对 “一带一路”中的语言问题给予了不同角度的关注.
(一)语言政策、语言规划与语言战略:语言学视角下的研究

语言政策被视为国家决策者对语言问题实施规约性和指导性行动的第

一步,即 “在政府主导下、部分社会团体和专业学术机构参与的,旨在对

一国或地区所使用的语言文字进行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的干预和管理

活动”.① 这一阶段的政策客体是该国或地区的官方语言和使用人数达到一

定规模的通行语言,政策受众主要针对国家公民,特别是目标语言的使用

群体.此后,国家决策者需要结合本国对外交往需要,将交往对象国和在

国际社会中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外语纳入其语言政策框架中进行语言规划,

即实施 “在特定国家和地区范围内为调整语言资源结构、功能和影响而通

过政治、经济、教育和社会等手段对特定对象群体的语言使用和接受方式

进行干预和引导,以使语言资源的流向符合国家发展需求的活动”.② 相比

之下,语言规划的范围更广,在处理不同语言在国家日常生活和国际交往

等不同场景中的适用范围、优先级和地位等方面,决策者需要结合本国的

现实诉求和利益进行权衡,既要确保本国语言的主体地位,还要为政策受

众提供充足的外语习得与交流条件,以保证充足的外语人才储备和国家外

语能力水平.③ 而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较强的国家还会继续考虑 “语言国

际化”问题,一方面适度超前地从国家中长期对外战略需求出发,为未来

可能的语言需求预留资源;另一方面通过一定手段推动本国语言在国际社

会中使用范围的拓展,以增强自身文化和价值观的国际影响力.这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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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国家语言战略的制定.①

在政策研究中,国内语言学界对 “一带一路”实践中的大量现实语言

问题展开了研究.针对对外交往中出现的 “通用语选择”问题,魏晖指出,

鉴于当前英语在国际事务中的支配性地位,“一带一路”共建参与各方也应

重视并考虑将英语作为通用语的重要选项.与此同时,仍有必要考虑在沿

线国家通用语中划定另外两到三种区域性语言作为替代,这样既可避免

“话语霸权”,还可提升沿线国家通用语的语言地位,提升中国同有关国家

间的交往便利度.② 沈骑从国家外语能力建设的角度探讨了 “一带一路”背

景下实现 “语言互联互通”的路径选择,认为开展有针对性的国家语言规

划、推进国家外语战略转型、提升对沿线国家非通用语人才培养的重视程

度是尽快补齐我国语言能力短板的当务之急.③ 赵世举从语言需求和语言服

务角度探讨了 “一带一路”建设中出现 “语言供需矛盾”的原因,认为当

前我国针对 “一带一路”建设提供的语言产品与服务存在供需目标不匹配、

语言建设资源不充分和输送渠道不畅通等问题,建议在满足大多数沿线国

家基本语言服务需求的同时,还应考虑对重点国家和地区进行 “按需定制”

的语言服务,以最大程度推动语言互联互通的实现.④ 周庆生结合对 “一带

一路”在多国合作项目的考察指出,当前 “一带一路”共建项目中,基础

设施领域的工程项目仍占有很大比重,而这些项目具有的专业技术性对中

外方的参与者能力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中方人员来说,确保同外方

交流合作顺畅的前提不仅是具备较强的语言能力,还需掌握一定专业技能

和知识储备.⑤

(二)话语建构、话语传播与国际话语权:国际关系与传播学视角下的

研究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在国际关系学界 “语言转向”大潮下,话语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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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广泛应用于分析和解释行为体自身和行为体间各领域的政策行为.① 但相

较于语言学研究,国际关系话语研究更注重研究政策制定、身份建构与合

法性叙事中话语意义的形成、扩散、演化及其影响.② 在有关 “一带一路”

的议题中,既往研究侧重从 “一带一路”机制化角度出发,探讨话语如何

在观念传导与互动的实践层面促进 “一带一路”倡议所承载的国际合作理

念深入人心、推动实现从 “政策沟通”到 “民心相通”的互联互通愿景.③

冯霞与胡荣涛审视了自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至今中国自主构建相关

话语体系的进程,认为话语和叙事建构是 “一带一路”倡议在国际社会影

响力和认同度提升的关键,在其获得合法性认同的过程中发挥着先导性作

用.鉴于作为话语意象的 “一带一路”具有较强的历史符号性,可以考虑

从历史互文角度出发凸显 “一带一路”致力于推动国家和地区间交流融通、

互利互惠、共同繁荣的理念渊源;在此基础上将其同 “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进行话语对接,以形成连贯完整的话语逻辑.④ 巩潇泫和赵利群分别从

话语制度主义和国际制度话语权视角探讨了如何在 “一带一路”新制度创

设与传播的过程中实现制度话语的有效介入,认为中国应充分发挥自身制

度话语建构能力、逐步摆脱对西方中心主义制度语境的依赖,立足中国与

沿线国家的交往经历与现实国情开辟全新的话语场域;⑤ 在制度话语传播的

过程中,应始终注意把握制度话语的议程范围、传播目标和扩散频率,确

保相应的话语理念能够及时准确的传达.⑥

此外,部分学者还回顾了西方主要国家对外话语战略构建的历史经验

与教训,认为其对 “一带一路”对外话语战略构建具有一定的启示和批判

性借鉴意义:如在人文交流领域,美、英、法等国在综合国力和经济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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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０５年第４期,第５６~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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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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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年第１期,第１２~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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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６８~７２页.

巩潇泫:«绿色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规范性力量的构建», «东岳论丛»,２０２１年第２
期,第４０~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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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一定水平后,就开始主动谋划并推动实施对外软实力输出战略,语言

输出因此成为其加强对外交流、增强自身文化吸引力、传播核心价值理念

的重要手段.① 西方国家的语言输出历程还表明,区域和全球性大国的国际

身份并非自动形成,而是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相关国家持续大量的话语资源

投入,从自主话语建构和国际舆论引导两个方面同步推进,以促进其国际

身份和形象叙事朝着符合自我认知定位和自身战略利益的方向演进.② 随着

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作为世界性大国的国际身份逐渐完

善,“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实现自我身份叙事构建提供了有利契机;③ 但

同时,面对持续上升的西方话语压力,中国更应思考如何在把握国际舆论

演进规律的基础上,加快完善对外话语传播机制,以摆脱西方话语霸权对

中国自我身份叙事形成的 “话语钳制”、有力维护自身的对外战略核心

利益.④

二、南亚语言国情概述

截至２０２０年１月,南亚八国总人口达到１９亿４０３６万,占全球总人口

的３６６％,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⑤ 南亚地区现实语言情况

极为复杂,不仅语种众多、使用人口和范围分布极为不均,不同语言间还

因受到历史文化、民族宗教以及国家间关系的影响而出现不同程度的并存、
融合、竞争甚至冲突;囿于各国语言资源和语言能力限制,不同语言的发

展前景差异巨大,既包括部分使用人口较多、影响力持续上升的跨境语言

和区域通用语言,也存在部分适用范围局限、面临消亡的濒危语言.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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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战略构建与 “一带一路”在南亚的可持续发展

(一)主体语言及特点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２０１７年发布的最新版 «世界语言地图»报告显

示,目前南亚八国各国通过国内立法和相关制度确立的全国性或地区性官

方语言和通用语超过５０种,分属语言学分类体系中的五大语系、七大语

族;① 各国境内可探知的 “安全型语言”总数超过２００种,另有超过１０００
种民族语言、方言和部落语言处于从 “不安全型”到 “极度濒危型”的四

个区间内.② 南亚国家多为多民族国家,其中印度和尼泊尔的境内民族数量

均超过１００个.③ 多数国家以民族构成、文化背景和语言使用人口的分布及

其语用习惯为基础确立了本国的国语和官方语言:巴基斯坦将乌尔都语确

定为国语,将乌尔都语和英语确立为官方语言;阿富汗的官方语言为普什

图语和达里语;孟加拉国的国语为孟加拉语,官方语言为英语;斯里兰卡

的官方语言为僧伽罗语和泰米尔语,官方语言为僧伽罗语;不丹的国语为

宗卡语,官方语言为宗卡语和英语;马尔代夫的国语为迪维希语,官方语

言为迪维希语和英语;尼泊尔的国语和官方语言为尼泊尔语.④ 相比之下,

印度的国家主体语言定位较为复杂:印度宪法承认的第一官方语言为印地

语,第二官方语言为英语;此外还允许各邦指定一种语言作为地方官方语

言,目前获得法律承认的地方性官方语言多达２２种.⑤ 可以看出,国语和

７

①

②

③

④

⑤

“UNESCOAtlasoftheWorld’sLanguagesinDanger,”UNESCO,July２０１７http://

wwwunescoorg/languagesＧatlas/en/atlasmaphtml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濒危语言特设专家组发布的 «语言活力与语言濒危标准»,评估一

种语言在特定区域或国别内的活力水平主要基于其使用人口、使用频率及代际传播前景.鉴于语言

使用情况调查受到的强大现实条件约束, “要确切地提供使用一种语言的绝对人口数据是不可能

的”.因而仅能基于不同国家的现实国情划定标准,将语言活力分为 “安全型”“不安全型” “肯定

濒危型”“严重濒危型”和 “极度濒危型”五个等级.有关这一标准,参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语

言活力与语言濒危标准».https://unesdocunescoorg/ark:/４８２２３/pf００００１８３６９９_chi

KRNorman,“LanguagesofSouthAsia:A Guide,”ModernAsianStudies,Vol１７,

Issue４,１９８３,pp７０１Ｇ７０２
王辉编:«“一带一路”国家语言状况与语言政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９年

版,第３~１２２页;宋红波、沈国环:«“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语言教育政策研究»,武汉大学出版

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３７~１５４页.

AndreaGraziosi,“IndiaandtheSovietModel:TheLinguisticStateReorganizationandthe

ProblemofHindi,”HarvardUkrainianStudies,Vol３５,Issue１/４,２０１８,pp４４３Ｇ４７１



　 　２０２１年第４期

官方语言的语种多元化是南亚各国主体语言的重要特点.① 事实上,这也正

是复杂的民族构成和历史与文化传统对南亚各国主体语言规划过程中产生

重要影响的体现.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现实语言政策的制定不可避免地

受到国内民族主义影响,拥有不同宗教和文化背景的民族将本民族语言在

国家政策中的定位作为其民族地位和权利是否获得国家和法律承认的重要

标志.在此背景下,不当的国家语言政策不仅无法实现有效的语言统合、

规范和管理,反而会激化国内民族与宗教矛盾、滋生分离主义,成为社会

冲突和动荡的导火索.

南亚历史上因语言引发的民族间冲突甚至国家分裂并不鲜见,如尼泊

尔境内因印地语与尼泊尔语地位问题而导致的长期民族对立、斯里兰卡僧

伽罗族和泰米尔族因争夺各自民族语言主导地位而引发的持续多年的间歇

性内战等.但最为外界关注、并对南亚地区格局产生深远影响的跨国语言

争端则莫过于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间的语言问题.１９４７年,印度和

巴基斯坦根据 «蒙巴顿方案»实现分制.«蒙巴顿方案»选择以宗教而非语

言或民族分野作为两国分治的核心依据,为印巴关系留下了无穷后患.② 不

仅如此,穆斯林族群分离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印度国内的民族问题.印巴分

治后,印度试图通过语言统合政策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民族间矛盾,

确立以印地语为主导的单语制国家.印地语属于印欧语系中的印度—雅利

安语支,其主要使用人口斯坦族人聚居于印度北部;而印度南部的四个主

要民族分别以泰卢固语、泰米尔语、坎纳达语和马拉雅拉姆语为母语,四

种语言同印地语分属非同源语族,造成南北方语言沟通出现严重困难.在

此背景下,大量非印地语地区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各邦积极捍卫本地通用

语言、反对中央政府强制推广印地语的政策.为化解矛盾,印度中央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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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中并不相同,并非所有国家都明确规定国语地位;相比之下,官方语言概念更具广义性.有关国

语和官方语言的辨析,参见钱伟:«多民族国家的国语、官方语言、通用语言的比较研究———以中

国周边六国为例»,«新疆社会科学»,２０１６年第３期,第１４７~１４８页.

肖宪、毕媛媛:«印度的语言政策与族群关系»,«思想战线»,２０２１年第２期,第１２~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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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各地方邦就语言地位问题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谈判,并于１９６７年达成妥

协,最终形成了印度延续至今的 “印地语＋英语＋地方语言”的 “三语制”

语言架构.语言政策对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间关系的影响同样深远:独立

后的巴基斯坦人口中虽有９７％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但却分属不同的民族,

习俗和语言各异.为强化巴基斯坦伊斯兰国家的集体身份,统治集团和精

英阶层选择推行以乌尔都语为国语和官方语言的单语制政策,并宣布孟加

拉语在内的其他本土语言为区域性语言.这一政策引发了不同民族和地区

的激烈反对,尤以东巴基斯坦为甚.① 根据１９５１年的统计数据,当时巴基

斯坦全境以乌尔都语为第一语言的人口仅占地区总人口的３％,而操孟加拉

语的人口比例则高达５６％.② 为争取孟加拉语的合法地位,东巴基斯坦爆

发了 “孟加拉语言运动”(theBengaliLanguageMovement)并延续五年之

久,进一步加剧了巴基斯坦的政局动荡,并为孟加拉独立运动埋下了根

源.③ 由此看来,深度交融的民族、历史、语言与文化等因素始终影响着南

亚地区国家间关系的演进变迁.因此,深刻把握南亚地区的历史发展脉络、

充分尊重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与语言习惯应成为域外国家同本地区

国家交往中必须重视的原则遵循.④

除了语种多元,区域语言等级秩序复杂、跨境语言分布广泛也是南亚

地区语言的重要特点.英语和印地语因使用人口众多、应用普遍而成为南

亚地区最核心的两种语言.受近代历史上英国在南亚地区长时间、大规模

殖民统治的影响,英语的应用已渗透至南亚国家日常语言生活中的方方面

面.除英语外,印地语是本土语言中在南亚地区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近

年来,在印度政府对内推行 “印地语优先”、对外实施 “印地语国际化”的

双重政策影响下,印地语作为特定领域区域通用语的地位正逐步显现,并

被印度作为其自身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⑤ 目前在印度国内有超过５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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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人以印地语为母语,另有１６亿人将其作为第二语言或第三语言,印地

语人口占印度总人口的比重高达５７１％;全球范围内印地语的使用人口已

接近９亿,其在使用人数上已成为仅次于英语和汉语的全球第三大语言.①

此外,乌尔都语、孟加拉语、普什图语、泰米尔语等也是南亚地区应用较

为普遍的语言,且均具有一定的跨国传播特点.其中,乌尔都语不仅是巴

基斯坦的国语,在印度境内的使用人口也超过５０００万;孟加拉语不仅是孟

加拉国的国语,还是印度西孟加拉邦的地方性官方语言,使用人数高达１
亿;② 普什图语既是阿富汗的官方语言,也是巴基斯坦的主要地方语言,使

用人口超５０００万;泰米尔语是分布于印度、斯里兰卡及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等国的跨国语言,使用总人口超过７５００万.③

(二)语言能力及政策趋向

总体来看,南亚国家的国民语言教育普遍始于基础教育小学阶段,结

合自身国情发展和现实需求,通过设立专门的语言课程帮助学生建立语言

的识读和听说能力.基础教育阶段的教学语种以国语为主,阿富汗和斯里

兰卡等具有 “双国语”的国家还明确规定了保证公民自由选择接受母语语

种培训的权利,部分国家还出于保护地方语言文化的目的而开设地方语言

课程,如阿富汗 «教育法»规定在小学四至六年级可在国语课程之外为学

生提供如乌兹别克语、土库曼语、俾路支语、帕米尔语等选修课程;④ 印度

于２００４年开始在安得拉邦等沿海地区推行 “多语教学试点”计划,在指定

小学为学生开设八到十种可供选择的地方语言教学课程.⑤ 外语教学方面,

英语在南亚国家语言教育体系中占据绝对优势,不仅大多数国家将其作为

基础教育阶段的首选教学外语,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和尼泊尔

等国的大多数公立学校还选择将英语作为非语言学科的教学辅助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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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ofinstruction),且这一惯例一直延续至高等教育层面.① 此外,

阿富汗和斯里兰卡等国还在公立中学教育阶段设置德语、法语、俄语等其

他外语课程;马尔代夫、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等伊斯兰国家还在部分公立

学校和宗教学校设置了阿拉伯语课程,其目的主要是传播伊斯兰教义,毕

业生也多从事与宗教有关的工作.② 尽管近年来南亚多国积极推动基础语言

教育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南亚地区的识字率从１９７５年的３６２５％显著提升

至２０１９年的７２９５％,但这一水平依旧远低于８６４８％的全球平均水平,

在地区排名中仅高于撒哈拉以南非洲 (６５４７％),是全球识字率和日常语

言应用能力最低的地区之一.③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２０１９年３月发布的

«南亚国家语言教育报告»中指出,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导致的教育资源不足

是造成南亚国家语言教育水平普遍低下的重要原因;此外,受到语言教学

方法滞后、民族语言习惯和社会风俗等因素影响,南亚适龄儿童在接受语

言教育的黄金时期 (６~１４周岁)往往无法得到正规的语言规范指导,特

别是语言拼写和识读方面的有效训练,加之英语等外来辅助语在其自主语

言学习能力尚未成熟之际的不当介入,大大影响了语言习得的成效.④

客观来说,在２１世纪世界多极化趋势持续深化发展的背景下,复杂的

语言问题已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制约南亚各国社会治理和国家发展水平提升

的沉重负担.如何协调主体语言、民族语言和外来语之间的地位关系,如

何在保护本国语言生态完整性和文化独特性与加强同外部世界的交流融通

之间进行权衡,始终是南亚国家面临的严峻挑战.⑤ 在这一方面,相较于南

亚其他国家,不丹和印度两国的实践更具有独特性,为我们深入探究和理

解南亚地区文化思维的特殊性提供了启发.宗教传统对不丹的语言政策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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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祖坤、林延明:«文明交流互鉴与中国—南亚东南亚命运共同体构建», «南亚东南亚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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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深厚影响,而维护其国语宗卡语至高无上的地位则被视为捍卫其宗教

传统、国家身份和文化纯洁性的重要标志.① 尽管不丹政府同样意识到宗卡

语自身的局限,却依旧选择将宗卡语而非英语作为公民扫盲的唯一语言,

其目的在于 “提高宗卡语的地位、扩大宗卡语的功能”,促进 “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一种语言”的思想根深蒂固,推动实现全民生活 “不丹化”
(Bhutanization).② 与此同时,不丹的语言政策也对英语的官方地位予以肯

定,强调英语在政府、外交及学校教学中的重要性.如果说宗卡语代表着

不丹的 “传统”与 “身份”,那么英语则昭示着不丹对 “现代”与 “发展”

的向往.③ 在不丹政府看来,追求发展不必一定以牺牲传统为代价,二者可

以并行甚至相互促进———反映在语言政策中,对宗卡语的坚守被认为是增

强国民幸福指数 (GrossNationalHappiness,GNH)的重要手段,因为

“使用宗卡语可令国民感受到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从而认识到不丹语言文化

的不可替代性”;而鼓励公民接触英语、加强同外部世界的交流沟通,则是

彰显其文化自信与开放包容的重要方式.④

相比之下,印度语言政策演化历程则充满了斗争与妥协:为平衡英语、

印地语和其他地方性和民族语言间的关系,在１９６３年出台的印度 «官方语

言法»中规定:英语的官方语言地位将无限期延长,确认印地语的官方语

言地位;同时提出日常语言使用和语言教育中的 “三语方案”,即 “英语＋
印地语＋一种本地语言”.⑤ 实践中,在印地语地区,公立学校除了教授英

语和印地语外,通常将梵语作为 “三语方案”中的第三种语言;在多数非

印地语地区,公立学校则教授英语、印地语和本地语言;而在少数非印地

语地区,“三语”教育实际被缩减为 “英语＋本地语言”的 “双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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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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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以梵语取代印地语的位置.① 直至今日,多语共存、多语竞争的语言困局

对印度经济社会发展依旧产生着持续负面影响.尽管印地语在印度使用人

数最多,但影响力最大的却是英语.在 “三语方案”中,虽然印地语被确

立为在全联邦范围内普及和通行的语言,但由于泰米尔纳德邦等个别邦的

消极抵抗,事实上造成印地语未能在印度全境得到普及.尽管目前在印度

仅有１０％的人口能够熟练使用英语,但这一人群却主要由精英阶层构成.

由于长期接受英语教育,印度精英阶层的意识形态、价值判断、思维方式

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英语世界和西方文化的深刻影响.在此背景下,印度的

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领域均呈现出鲜明的 “英语化”倾向,也因

而令外界形成了印度是一个 “英语国家”的错觉.② 事实上,尽管英语在印

度的强势地位为其带来了一定的 “语言红利”,但也间接成为继 “宗教”和

“种姓”之外又一道分裂印度社会的鸿沟,不仅加剧了印度民族和社会群体

的撕裂,还造成了长期的社会行政与教育资源浪费,严重阻碍了印度国民

整体素质提高,亦无助于民族语言智力成果的全民共享.③

三、南亚对华交往中的语言应用:现状及挑战

中国同南亚地区的交往历史源远流长.进入２１世纪以来,随着综合国

力和国际地位的显著跃升,中国的对外交往半径不断扩大,但南亚地区始

终是中国经略周边中的重要关切.④ 对外交往合作的深化离不开语言提供的

技术性和基础性支撑,总体来看,目前中国同南亚国家交往中所涉及的语

言应用问题主要集中于务实合作中的语言应用和人文交流中的语言教育合

作两个方面.
(一)务实合作中的语言应用

随着 “一带一路”框架下大量的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工程在南亚多国

先期推进,越来越多来自中国和项目落地国的专业技术与管理人员参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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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reeBhattacharya,“Colonizationand EnglishIdeologiesinIndia:A LanguagePolicy
Perspective,”LanguagePolicy,Vol１６,No１,２０１７,pp１Ｇ２１

廖波:«印度的语言状况———基于２０１１年印度人口普查语言调查数据的分析»,第１０４~

１０５页.

廖波:«印度语言的困局»,«南亚东南亚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３期,第７９页.

李青燕:«中国—巴基斯坦经济走廊:务实合作新起点», «当代世界»,２０１３年第９期,

第５１~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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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从合作早期的意向洽谈、合同谈判和前期规划,到项目施工中的技术

指导与标准规范,再到项目投运后的技术支持和运营维护,语言服务始终

是 “一带一路”项目得以顺利运行的重要保障.① ２０１８年版的«“一带一路”

人文交流大数据报告»在分析大量 “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同南亚地区对

外合作,特别是中巴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项目中的语言实践案例

基础上指出,英语作为区域通用语在当前中国与南亚的合作中仍具有明显

优势,其他地区语言和非通用语的应用仍十分局限.②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英语在国际公共语用场景中

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目前世界上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国际组织和行业机构的

工作语言仍以西方国家的官方语言为主,如世界贸易组织将英语、法语和

西班牙语列为其工作语言,并规定任何涉及世贸组织相关条款的国际贸易

文本只有以上述三种语言签订才具有法律效力,其他文种译本仅供参考.③

因此,非西方国家在国际交往与合作中为保护自身利益,只能被动地接受

并遵循已经确立的国际标准与规范,使用英语作为合约和规则执行中的标

准化语言.

其次,中国和南亚国家当前的语言政策都将英语作为国际交往中的首

选通用语.英国的殖民统治令英语在南亚大陆得以广泛传播,独立后的南

亚多国大多重视英语在国家语言生活中的作用并始终注重培养国民的英语

能力.对于中国而言,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至６０年代中期,受到中国对外

战略 “一边倒”的影响,俄语曾一度成为中国对外交往和国内外语教育中

具有最高优先级的外语.④ 改革开放后,英语逐步取代俄语成为中国外语规

划中的首要国际通用语.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以英语作为对外交往

语言中单一核心语种的语言政策已无法满足现实需求.在中西方意识形态

和价值观矛盾越发凸显的现实面前,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的优势地位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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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力被部分西方国家不正当、不合理地运用,对中国的软实力提升形成了

一定的阻碍.

最后,中国非通用语人才资源尚不满足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实际

需求.“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国内高等院校开始积极谋划、扩大语种范

围.以南亚地区非通用语种为例,截至２０２０年,国内主要外语院校开设的

南亚地区语种专业已拓展至８个,包括印地语、僧伽罗语、乌尔都语、泰

米尔语、普什图语、孟加拉语、尼泊尔语和迪维希语,基本涵盖了南亚地

区使用人口较多的语种.① 尽管如此,目前我国南亚语言人才的供应仍明显

滞后于国家对外需求的增长速度,这一现象不仅直观地表现为相关翻译人

才的缺乏,还体现为复合型人才供应不足,尤其是兼具相关学科专业背景

和语言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表１　我国开设南亚语种本科教育概况 (截至２０２０年)

　　　招生概况

语种　　　
开设院校 招生频率 在校生人数

印地语

１５所: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第二

外国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天津外国语大学、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西安外国

语大学、黑龙江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云南大

学、云南民族大学、西藏民族大学、中国人民解

放军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洛阳校区)、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每１~３年/届 ５５０~５８０

乌尔都语

１０所: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西安外国

语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天津外国语大学、
内蒙古师范大学鸿德学院、云南民族大学、新疆

师范大学、滇西科技师范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洛阳校区)

每２~４年/届 １００~１２０

僧伽罗语
４所:北京外国语大学、云南大学、重庆师范大

学、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洛阳校区)

每２~３年/届 ８０~１００

泰米尔语
３所: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云南民

族大学
每３~４年/届 ６０~８０

普什图语
２所:中国传媒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

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洛阳校区) 每２或４年/届 ４０~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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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加拉语
５所: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广东外

语外贸大学、云南大学、云南民族大学
每１~４年/届 １５０~１７０

尼泊尔语
４所: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云南民

族大学、西藏民族大学
每２~４年/届 ３０~８０

迪维希语 １所:北京外国语大学 未定 ５

　 　注:上述所有语种专业开设情况、招生频率和在校生人数统计均截至２０２０年年底,统计范围

仅包括上述各院校本科相关专业,不包含院校内专科或其他类别的学历或非学历教育相关专业.
数据来源:笔者结合对开设不同语言专业院校所做的问卷调查与采访自制.

(二)人文交流中的语言教育合作

对外汉语教育是中国同南亚国家语言交往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进入２１
世纪以来,大多数南亚国家对中国发展经验的借鉴兴趣明显增强,加之中

国同南亚国家间的交流日益频繁,令汉语在南亚地区的关注度不断提升.①

在此背景下,南亚多国相继同中国建立了对外汉语教育合作机制.目前,

中国在阿富汗、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印度和尼泊尔等国均设立了孔子学

院和孔子课堂,并向马尔代夫派出汉语教学志愿者在当地国际学校开展汉

语教学;此外,中国还向上述国家高等学校在校生提供了大量赴华留学与

汉语教师培训名额,支持更多南亚国家学生参与汉语国际教育,为中国与

南亚的人文交流发挥积极作用.②

但也应看到,汉语国际教育在南亚不同国家的发展水平并不相同,甚

至存在很大差距;汉语在不同国家的接受度与认可度并不只受文化因素的

影响,还受到特定历史和政治因素等的影响.在这一方面,巴基斯坦与印

度的汉语国际教育现状形成了鲜明对比.目前,中国在巴基斯坦共设立了

四所孔子学院.首所孔子学院由伊斯兰堡现代语言大学与北京语言大学于

２００８年共同创办.第二所孔子学院由卡拉奇大学和四川大学于２０１３年共同

创办.同年,李克强总理在访问巴基斯坦期间宣布,未来五年,中国将为

巴基斯坦培训１０００名汉语教师.③ ２０１５年,费萨拉巴德农业大学与新疆农

业大学、旁遮普大学同江西理工大学创办的两所孔子学院相继开学.同年,

习近平主席访问巴基斯坦期间宣布,中国未来五年将再为巴基斯坦提供

２０００个赴华汉语教师培训名额;中巴两国元首还共同为巴基斯坦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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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揭牌.① 中巴语言教育合作堪称中国对外汉语教育合作的成功典范,得

益于两国高水平战略互信和深厚的民意基础,汉语教育在巴基斯坦的推广

也得以为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加强双边人文交流持续发挥积极作用.②

相比之下,中印之间的汉语教育合作历程则颇为曲折.中印共同位居

“四大文明古国”之列,双方拥有的深厚文化底蕴本应为人文交流的开展提

供良好的合作基础.事实上,印度也是南亚地区最早开展汉语教学和中国

文化研究的国家之一.早在１９２１年,由著名文学家泰戈尔创立的印度国际

大学就已开设了汉文系,并于１９３７年扩建为中国学院,此后该院逐渐发展

为南亚地区汉语教育和中国研究的重镇.然而进入２１世纪以来,由于中印

关系历经波折,双边人文交流领域因而受到影响.２００５年,中印两国签署

关于建立孔子学院的协议,确定由北京大学负责在尼赫鲁大学设立孔子学

院及随后的师资和教学工作.然而由于程序上的分歧,这所孔子学院未能

正式挂牌运营.２００９年,由郑州大学牵头在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的韦洛

尔科技大学设立的 “中国语言中心”正式揭牌.该中心是印度境内成立的

首个由两国政府协议确定的汉语语言培训机构,其规模远小于中国在其他

国家设立运营的孔子学院.不仅如此,“中国语言中心”的前期运营由于受

到印度国内多重因素制约而始终未能充分发挥应有的语言教学与人文交流

功能.此后历经近十年的努力,由孟买大学同天津理工大学合作筹办的印

度第一家孔子学院才终于在２０１３年正式落地.孔子学院在印度的艰难推进

历程反映出中印关系现实发展水平对两国人文交流形成的严重制约,也一

定程度折射出印度对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所展现出的复杂心态.③

印巴两国在对华汉语教育合作中不同的政策实践也为我国未来完善对

外汉语教育合作机制提供了新的思考:语言交流是不同文化间交流互鉴的

重要形式.作为行动载体,国家间互动不仅要立足历史,更要关注当下、

着眼未来,以确保语言传播能够最大限度地顺应文化演进的脉络和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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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习近平访巴之行:情义无价　共赢有方»,人民网,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４日.http://wwwxin

huanetcom/world/２０１５Ｇ０４/２１/c_１１１５０４４３９２htm
葛平平:«“一带一路”倡议和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背景下巴基斯坦高校汉语教育发展现

状———以四所国立院校为考察对象»,«汉语国际教育学报»,２０１９年第１期,第１８９~２０１页.

赵瑞琦:«孔子学院在印度:悲情、机遇与政策的碰撞», «公共外交季刊»,２０１４年第３
期,第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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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国家间关系的正向发展积蓄民意基础、提供可持续的观念共识支撑.①

此外,对外语言教育合作还应充分考虑双边关系发展水平和对象国的现实

需求.理想中的语言教育国际合作应是双向且对等的;但现实中,不同国

家间的语言教育合作往往受到国家物质实力和教育资源水平的影响.② 在中

国同南亚国家的人文交流中,由于双方发展水平差距悬殊,语言教育合作

呈现明显的不对等态势,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中国向南亚国家语言教育资源

的单向输出.③ 也正因如此,在面向南亚地区开展汉语推广的过程中,作为

拥有资源优势的一方,中国更应审慎把握推进的力度和节奏、充分考虑南

亚国家的接受度,避免令其产生不必要的压力,以至影响推广成效.

四、构建服务 “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战略:以南亚为例

“语言战略”的概念最早由语言学界提出,后为国际关系学界吸收并在

实践中被不同国家和国际组织纳入议程.广义上的语言战略是指国家或国

际组织行为体基于现有语言政策,统筹国内或组织内语言生活和国际话语

交往两大应用领域,将语言问题同政治、经济、安全、社会、文化、科技

和教育等议题进行深度对接,对政策受众展开持续的语言观念引导与动员,

并调动物质与政策资源将语言议题提升为战略规划的组成部分.④ 由于不同

行为体资源水平和现实需求存在差异,其所制定的语言战略也因而具有不

同的侧重和议题.如美国在 “九一一”事件后出台的 “国家外语能力战略”

(或称为 “关键语言战略”)将主题设定为 “语言安全”,强调美国国家外语

能力建设对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性.⑤ 欧盟对外语言战略的核心是建立 “语

言协调”机制,即在欧盟内部协调各国语言政策、规划确立与欧盟内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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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李凌艳:«汉语国际推广背景下海外汉语教学师资问题的分析与思考», «语言文字应用»,

２００６年第１期,第７５~８１页.

余波:«国际中文教育转型背景下孔子学院的发展思路»,«决策与信息»,２０２１年第６期,

第８３~８９页.

李婕昕、郭磊: «南亚国家孔子学院现状研究———以孟加拉国南北大学孔子学院为例»,

«国际公关»,２０２０年第１１期,第１~２页.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组编:«中国语言政策研究报告２０２０»,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２０
年版,第５８~７２页.

周玉忠编: «美国语言政策研究»,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７３~

１８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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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和立法事务相关的语言使用规范,并在国际层面为欧盟整体的对外交往

制定宏观语言指导政策.①

作为新兴的全球性大国,中国未来对外语言战略应始终坚持以现实需

求为导向,既要在语言层面打造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常态化保障机制,又

要协同配合 “一带一路”等国家重要倡议的持续深入推进.语言战略服务

“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目标是促进 “互联互通”愿景的实现.“一带一路”

倡议涵盖领域多元、辐射地域广泛,沿线国家语言文化现实国情极为复杂:

在日常语言生活层面,仅倡议最初规划的６５个沿线国家就涉及５３种官方

语言和超过２４００种民族语言,分属九大语系;其中既包含使用人口过亿的

大语种,也包含使用人口和范围局限的小语种甚至濒危语种.② 语言和语种

多元化对 “一带一路”的语言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一些领域和国别的语

言人才出现了明显的供需缺口.③ 在话语交流与传播层面,作为倡议的发起

和主导方,中国肩负着推进务实合作、提供制度保障、促进人文交流的重

要使命,而这一过程也始终需要强大的话语建构与传播能力以支撑倡议实

现从 “硬联通”向 “软联通”的关键过渡.④

将南亚作为构建服务 “一带一路”建设语言战略的试点地区具有独特

的优势和政策价值:首先,南亚优越的地缘条件使其在 “一带一路”建设

中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在 “一带一路”重点规划建设的六大 “互联互通”

平台中,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和海上丝绸之路均从南亚区域

通过.⑤ 为充分发挥南亚作为 “一带一路”枢纽地区的关键作用,实现语言

互通、率先满足这一地区日益增长的跨国交往需求十分必要.其次,“一带

一路”同南亚国家的发展需求具有较高契合度,双边合作前景乐观.南亚

八国均属发展中国家,各国发展水平和国情各异,同中国的合作潜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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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田鹏:«集体认同视角下的欧盟语言政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８７~９０页.

宋红波、沈国环:«“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语言教育政策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０年

版,第３页.

杨明星:«“一带一路”话语政策规划推动大国外交形象构建»,载 «中国社会科学报»,

２０２０年４月１７日.

李宇明:«“一带一路”需要语言铺路»,载 «人民日报»,２０１５年９月２２日.

习近平:«做大共同利益蛋糕 走向共同繁荣»,载 «习近平论 “一带一路”»,北京,中央

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７２~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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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印度外,其他国家对参与 “一带一路”共建均抱有较高积极性.① 更重要

的是,南亚各国历史文化和语言资源丰富,多数国家拥有源远流长的对华

人文交流经历、民意基础深厚.② 基于此,本文建议从语言和话语两个层面

展开谋划,同步推进构建面向南亚地区、服务于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的对外语言战略.在语言层面,应基于对沿线国家和整个地区语言国情的

系统性调查,展开有针对性的语言政策规划,统筹国内与南亚沿线国家的

相关语言资源服务于 “一带一路”务实合作.在话语层面,应以构建语言

战略为契机,推动形成有利于 “一带一路”机制化建设的制度语境.

第一,加强对南亚国家语言状况的跟踪研究分析,结合 “一带一路”

发展需求规划外语地位.

截至目前,我国学界对南亚地区语言国情的既往成果大多来源于语言

学视角下对相关国家语言习得与传播情况的调研,且一手数据资料仍很大

程度依赖于西方学界的前期研究.自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国内学

界加强了对沿线国家国情数据的搜集和整理,但语言国情领域可供参考的

翔实资料依旧缺乏.③ 鉴于此,未来我国应进一步加强对南亚国家语言状况

的跟踪研究和分析,应从自然国情 (人口、民族、地理、资源、环境等)、

观念国情 (历史、文化、宗教、风俗等)和制度国情 (语言相关的法律、

政策、标准等)等多角度出发,全面深入地对有关国家的语言国情展开研

究;应坚持中国本位的研究视角,关注目标国的语言分布、各类语言 (主
体语、官方语、国语、母语、日常语、外语等)的使用人口、范围、场景、

功能及其相互关系,以及自身语言在目标国的受众度等因素.④

相关研究成果应为语言战略的制定提供关键依据.调研的范围和指标

应始终围绕 “一带一路”在南亚推进的现实需求设定,如在语言分布和使

用情况的调研中,应在自然国别分野之外考虑增设 “‘一带一路’重点项目

语言区”和 “跨境语言区”等调研视角,将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巴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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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李敬、雷俐、邓靖:«“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贸易投资关系研究:南亚八国和中亚五国»,

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８页.

陈敬贵、曾星:«“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南亚国家文化产品贸易合作», «南亚研究季

刊»,２０１９年第４期,第１０１~１０２页.

邢欣、邓新:«“一带一路”核心区语言战略构建», «双语教育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１期,

第３~４页.

[以]博纳德斯波斯基:«语言政策———社会语言学中的重要论题» (张治国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８年版,第２４４~２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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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廊、海上丝绸之路南亚过境区以及中尼、中布、中印边境作为关键调研

区域,重点分析上述地区的语种分布、语言习惯和语言社区发展情况.在

指标设定上,除了关注各国官方语言和通用语的本体特点外,还应关注不

同语言使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民族和宗教背景及其在各地区、各行业的

分布情况,并就不同语言传播能力、应用范围和区域影响力等进行评估.

此外,对南亚各国语言资源现状的把握也是语言国情调研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带一路”在南亚地区的语言互通不仅需要中国作为倡议主导国的资源投

入,也需要适度借重当地的语言资源协同配合.因此,还应关注不同国家

外语教育资源的分布和相关专业人才流向、汉语教育现状,以及当地华人

社群的语言能力和资源等.

在此基础上,基于对南亚国家语言状况的持续跟踪和研究分析,结合

应用实际及其同 “一带一路”合作的关联度进行评级,为语言资源配置提

供重要参考.① 在这一方面,建议我国可适度参考美国的国家 “关键语言”

战略的评级模式,将不同国家的主体语言和通用语同自身的国家利益相结

合,从双边关系水平、交往频繁度、利益融合度、安全保障需求以及文化

影响力等维度展开综合评估,在特定区域内筛选出若干种 “关键语言”,并

确定国际通用语言、区域中心语言、区域常用语言、非通用语言等几个等

级.② 依据这一分类,目前在南亚地区本土语言中并不存在国际通用语言;

仅以使用人口为依据划分,印地语具有一定的区域中心语言特征,乌尔都

语、孟加拉语、僧伽罗语和普什图语则具有一定的区域常用语言特征,其

他国家的官方语言或主体语言则均应被划为非通用语.但也应注意到,如

果从中国同南亚国家现实交往需求的角度来看,使用人口众多的印地语却

并非使用频率最高,特别是在 “一带一路”合作中应用最广泛的语言———

鉴于其使用主体来自印度,而中印关系近年来持续经历波折,且印度迄今

为止尚未就参与 “一带一路”共建明确表态,甚至对其周边邻国参与共建

也表现出负面姿态,因此将其确定为 “一带一路”语言战略中的区域中心

语言并不一定契合中国的对外发展目标和利益.相比之下,巴基斯坦的官

方语言乌尔都语、孟加拉国的官方语言孟加拉语,斯里兰卡的官方语言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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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张学强、张军历: «论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的语言政策动力»,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２０１７年第８期,第１７９~１８０页.

DepartmentofDefense,USA,“ACalltoActionforNationalForeignLanguageCapabilities,”

February１,２００５https://filesericedgov/fulltext/ED４８９１１９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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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罗语和阿富汗的官方语言普什图语在 “一带一路”合作中的应用潜力更

大,且使用人口相对较多,因而有必要给予更多关注.①

第二,完善语言人才培养体系、创新培养方式,统筹国内外语言资源

配置.

语言人才培养是语言战略得以实践的关键.长期以来,我国外语教育

体系中习惯性地将教学语种划分为 “通用语”和 “非通用语”,将英语以外

的外语均列入非通用语语种或 “小语种”.客观而言,以英语人才为主体的

外语人才培养格局顺应了全球化的发展大势,为我国改革开放与对外合作

进程的加速推进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撑,但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我国国家

外语能力对英语的过度依赖和外语语种教学资源的分配不均.② 随着中国的

国际影响力逐渐提升,未来我国对外交往的目标将更加多元,同广大发展

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间的联系将更加紧密.这些国家的官方语言或通用语

大多属于中国国内外语教学体系中的非通用语,相比于英语在我国的外语

教学年限从基础教育一直延伸至高等教育阶段、细分学科与专业领域丰富,

大量非通用语人才的培养年限基本始于高等教育本科阶段,教学目标局限

于语言能力培养、并未提供充分的学科延伸空间,且培养人数非常有限,

难以满足我国日益旺盛的非通用语人才需求.尽管目前我国公立教育体系

中的非通用语教学语种已基本覆盖了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但教学

资源分配不均衡的现象依旧突出;特别是对 “一带一路”在南亚等周边地

区国家推进至关重要的语种,其参与培养的高校数量和招生规模都严重不

足,这一现象亟待改善.

在南亚国家语言教育方面,我国未来应着力完善相关语种的人才培养

体系、创新培养方式,并探索统筹国内外语言资源配置的新模式,以尽快

缓解南亚语言人才匮乏的状况:首先应加强顶层设计,调整非通用语教学

政策,结合 “一带一路”的外语地位规划确定紧缺型语言专业,给予其优

先发展的政策和资源支持,如适当扩大招生规模、压缩招生年限间隔、加

大相关语言教学师资的引进力度,有效缩短语言人才的输送周期.③ 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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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贾连庆:«南亚国家语言政策影响下的我国非通用外语教育规划», «吉林省教育学院学

报»,２０２０年第６期,第１５７~１５８页.

王栋、吴文燕:«“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我国高校外语教育规划现状与调整»,«江苏科技

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年第４期,第１０２~１０８页.

徐飞:«我国外语语种规划研究述评»,«山东外语教学»,２０２０年第５期,第６２~７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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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我国云南、新疆和西藏等边境省 (自治区)的区位优势,制定具

有区域特色的外语教育布局规划,为地缘政治安全和区域经济发展服务.
其中,云南省毗邻孟加拉国、印度等南亚国家,在 “一带一路”建设规划

中,云南被定位为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因此,云南应以响应

国家发展战略规划为契机,利用其同南亚国家间交往的便捷优势为语言人

才交流和语言应用实践提供机会.① 新疆是我国通往中亚和西亚的门户,同

时与巴基斯坦、阿富汗和印度三国接壤,是我国建设中巴经济走廊的最前

沿.在对外语言教学中,新疆的民族语言同南亚部分国家的官方语言在系

属上存在一定的同源或近源关系,这为乌尔都语和普什图语等南亚语种在

新疆的教学提供了一定的便利和天然优势.西藏与尼泊尔、印度和不丹三

国接壤,在中国同三国的边境安全、边境贸易和旅游文化合作方面,西藏

具有十分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因此,未来在培养尼泊尔语和印地语等相

关人才的过程中,西藏也应积极参与其中,为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发挥建设

性作用.再次,在教学模式上应探索多方联动机制,推动当地政府、高校

和企业就语言人才培养展开密切协作.高校应探索 “语言＋专业”的复合

型人才培养模式,将语言能力培养与 “一带一路”建设所需的专业知识通

识教育相结合,并同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中方企业探索 “按需定

制”的培养模式,为中方项目专业人员提供职业导向的语言培训;鼓励南

亚非通用语专业学生在校期间参与 “一带一路”共建项目的实地调研和语

言服务实习,促进语言能力和专业知识双向融合,最大限度地服务于 “一
带一路”在南亚地区的务实合作.②

此外,我国还应深度挖掘参与共建的南亚国家当地的语言资源,鼓励

更多当地语言人才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为项目所在国提供更多就业机

遇.中资企业是目前参与南亚地区 “一带一路”合作项目的中方主体,也

是当地语言人才最大的需求方.根据国家信息中心 “一带一路”大数据中

心发布的 «“一带一路”大数据报告»,目前只有２６％的中国企业可以在海

外经营中提供有限语种的 “中译外”和 “外译中”双向语言服务,其余企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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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郝兴跃、尹枝萍:«英语还是邻国语: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外语规划研究», «外语教学

与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３期,第４２０~４２３页.

郭凤鸣:«中国外语教育政策演进历程与未来规划», «西南科技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版)»,２０２０年第６期,第８１~８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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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均需外聘专业外语人才.① 大量企业为确保项目施工的按期推进会实施翻

译服务外包,优先在项目所在国聘用兼通汉语和当地语言的翻译参与中外

双方技术环节的交流沟通.但囿于不同国家语言人才数量和质量的局限,

这一需求仍难以得到有效满足.未来我国可考虑借助双方现有的人才交流

合作机制,为在华留学的南亚国家学生提供参与 “一带一路”合作的实践

机会,并在对外汉语教学中适度考虑融入 “一带一路”发展的专业需求.

同时,还应重视挖掘南亚国家华人社群的语言资源.事实上,当地华人的

语言资源潜力已在中国同南亚国家在抗击新冠疫情期间展开的合作中得到

一定程度的显现:自２０２０年上半年起,中国持续向南亚多国提供了大量的

抗疫物资和技术援助;在此期间,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印度和斯里兰卡

等国当地华人华侨积极参与其中,为抗疫物资分发、中方专家组向外方提

供技术指导以及中国防疫经验资料的翻译提供了及时的应急语言服务,在

中国与南亚的抗疫合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如在未来能将这一成功的实践

模式常态化,也将为补充非通用语言人才缺口发挥积极作用.②

第三,推动形成 “一带一路”在南亚的制度和舆论话语体系.

构建服务 “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战略的目的不仅在于满足对外交往

中的工具性语言需求,更在于将语言实践的成果加以系统凝练,利用语言

的规模化输出和扩散将 “一带一路”打造为国际各领域合作中机制、制度、

规范和标准的传播平台;同时,凭借畅通的语言传播渠道将中国的发展经

验和理念全方位融入国际话语体系中,为完善全球治理格局、提升中国乃

至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参与度和话语权发挥建设性作用.

在这一方面,构建区域性的制度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其中,制度体

系的建构是 “一带一路”机制化建设和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在 “一带一路”

建设在南亚地区深入推进的背景下,促进双方各领域标准、规范和政策对

接、将合作中的创新性制度成果加以整合,使其逐步成为区域乃至国际相

关领域合作中技术性的 “通用语言”,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而实现这一目标

离不开充足的语言资源储备.当前国际制造业、工业、贸易、科技等领域

的大量通行规范均由西方国家主导制定,并被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国

际电工委员会 (IEC)和国际电信联盟 (ITU)等跨国性行业组织确立为全

４２

①

②

«“一带一路”企业影响力评价报告»,国家信息中心网站,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８日.http://www

sicgovcn/News/６１４/９７３６htm
滕延江:«论应急语言服务规划»,«语言战略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６期,第９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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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性标准.这些标准的实施客观上为国际各领域行业合作提供了可参考量

化的指标,为发展中国家的行业发展和技术进步提供了重要机遇,但也在

一定程度上对发展中国家间的技术交流与合作带来了限制与障碍.① 特别是

在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中,以所谓 “标准”和 “规范”为名抹黑攻击中

国同有关国家间正常的技术交往,已成为部分西方国家遏制中国对外关系

发展的重要抓手.② 正因如此,在 “一带一路”合作实践中注重机制化建

设、加强标准和规范的确立、为南南合作塑造独立自主的制度语境势在必

行.另一方面,鉴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发展中国家占比较高,这些

国家自身的行业标准与规范建设水平普遍有限,在 “一带一路”合作框架

下推动中国标准与规范 “走出去”,以共建合作项目的标准化实践发挥示范

效应,将有力提升 “一带一路”合作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和品牌信

誉度,为促进中国同有关国家实现共同的经济繁荣与增长提供机制性

动力.③

中国同南亚国家在 “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务实合作成果为区域制度体

系的建立奠定了良好基础.目前,南亚地区已逐步形成了以中巴经济走廊、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国—尼泊尔跨喜马拉雅通道建设、中国与孟加拉国、
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的海上互联互通为四大载体,以港口、路桥、产业园

区为支撑的多方合作共建格局.中国企业通过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产品出

口、对外投资和工程承包,收获了双边和多边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形

成了大量的精品工程、示范工程,有效推动了中国技术、中国标准、中国

装备和中国建设协同联动输出格局的形成.④ 在此过程中,中国同南亚有关

国家间在具体合作项目推进中在技术创新、标准规划、合作模式等方面积

累了大量宝贵的、符合不同国家国情和现实需求的经验做法,获得了项目

落地国的广泛好评.如在中国承建的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口城、莲花塔、汉

班托特港项目,中国承建的孟加拉国 “泛亚铁路”重要渠道之一的帕德玛

大桥项目,以及中国在马尔代夫承建的中马友谊大桥项目等标志性基础设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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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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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霞、张继光:«“一带一路”下标准支撑服务平台建设路径探究», «中国标准化»,２０２１
年第７期,第９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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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２０２０年第１期,第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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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程中,中国的工程标准、建筑技术和施工规范得到了全面应用,并在

建设过程中突破了一系列关键性技术难题,大量工艺性技术指标填补了上

述国家的标准空白,并被其相关领域国家规范的制定作为参考借鉴;① 在中

巴 “一带一路”合作中,两国以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为核心,以瓜德尔港、

内陆交通基础设施、能源合作和产业投资合作四大领域为重点,围绕巴基

斯坦国家发展战略需求展开全面布局,取得了显著进展;在中尼务实合作

中,两国联手打造跨喜马拉雅山脉通道,进一步加强两国陆路和航空联系,

同步推进公路、铁路、空港、电力和通信基础设施领域项目建设,为山地

国家发展基础设施和实现对外互联互通提供了创新性和可参考的规划思

路.② 对上述合作成功案例的推介和宣传有助于我国未来在更广范围、更多

领域和更深层次推进 “一带一路”合作.为此,我国应进一步整合语言资

源,探索借助国际国内、官方与非官方的多元化媒体平台开展对外传播的

新路径,积极自主构建 “一带一路”在南亚的宣介话语体系、主动营造良

好的话语氛围、努力提升 “一带一路”合作项目的美誉度和影响力.

更重要的是,中国同南亚国家在 “一带一路”合作中积累的宝贵制度

经验可为未来双方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提供关键的技术支撑,也有潜力为

“一带一路”整体布局中的机制化建设提供重要的规范实践资源.但截至目

前,双方在制度体系构建领域的合作明显不足,语言资源的匮乏是重要原

因之一.新机制的传播和推广离不开对现有相关机制的深度把握,因此未

来我国应加强对南亚国家各领域标准制度体系的研究,加强整合语言、法

律和相关行业领域研究人员开展协同性研究,译介有关不同国家法律和制

度体系、对相关行业设立的标准规范的相关文献,尽快制定出台并持续完

善涵盖 “一带一路”各领域合作的通行标准;在中国与南亚的务实合作中

重视对制度体系的塑造,以合作共建项目为载体、在实践中不断增强共同

规范的适用效力,率先在南亚地区建立系统完备的质量基础设施评价机制;

探索中国与南亚共同构建面向 “一带一路”合作推广的制度传播平台的可

行性路径,在充分借鉴现有相关国际机制的基础上,倡导成立新的区域性

标准认定组织,充分利用双边语言资源加大对外传播力度,为丰富国际标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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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媛媛、郭琼琼、常汞:«“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南亚标准化合作探析»,«南亚研究季

刊»,２０１８年第４期,第２９~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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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版)»,２０２０年第４期,第１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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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内容、改善国际各行业各领域制度环境、提升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制度领

域的共同话语权做出贡献.①

结　语

“一带一路”的成功不仅体现为合作项目的快速推进,还将取决于其合

作水平和发展质量是否获得地区国家与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而包括语言

互通在内的保障性机制的建设必将在提升 “一带一路”合作水平的过程中

发挥先导性和基础性作用.构建服务 “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战略是一项

长期而系统的工程,应基于多学科协同配合提供智力支撑的基础上进行顶

层设计,一方面要充分掌握沿线国家的语言国情和对华交往中的语言需求,

从政策层面推动我国国内外语政策改革、在实践层面对语言资源进行科学

分配.另一方面要对中国自身的对外话语建构与传播行为做出合理规划,

在更好维护中国自身发展和对外战略利益的同时,促进语言交流合作为提

升中国国际形象、国际声誉和在国际事务中的主观决策与行动能力发挥建

设性作用.在共建 “一带一路”的过程中推动对外语言战略在南亚地区优

先落地实施,不仅能够顺应双边交往的积极发展态势、为深化务实合作提

供技术性和制度性保障,还将为 “一带一路”机制化水平的整体提升带来

有益启示.
(编　辑　吴兆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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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学报»,２０２０年第５期,第１５１~１５３页.



　 　２０２１年第４期

Abstracts

TheConstructionofaLanguageStrategyandthe

SustainableDevelopmentoftheBeltandRoadInitiativeinSouthAsia

ByYueShengsong

ABSTRACT:Language plays a fundamental role in driving the

constructionoftheBeltand RoadInitiative,particularlyfrom aSocioＧ

culturalvantagepointThevisionofthefivepillarsof“connectivityofthe

BRI”reliesonlanguageforthecommunicationofkeyconcepts,forthe

exchangeofdifferentpointsofview,andforadvancingpeopleＧtoＧpeople

tiesTheuniquegeographicaladvantages,naturalresourceendowmentsand

humanresourcesenjoyedbySouthAsiamaketheregionhighlystrategicfor

theBRIPrioritizingtheimplementationofalanguagestrategyinSouth

Asiawillnotonlyhelprealizepracticalbilateralneeds,provideaguarantee

forthedeepeningofpragmaticcooperation,butcanalsoofferabasisforthe

deeperinstitutionalizationandsustainabledevelopmentoftheBRIBuilding

alanguagestrategythatcanservetheBRIisalongＧtermandsystematic

projectNotonlymustitproperlygraspthenationallanguagesituationand

linguisticneedsforinteraction with ChinaofcountriesalongtheBRI,

promotedomesticandinternationalforeignlanguagepolicyreformsfor

China,andscientificallyallocatelanguageresourcesonapracticallevel,it

mustalsoincorporatereasonableplansfortheconstructionofChina’sown

discourseandcommunications with othercountriesThis willsafeguard

China’s own development and foreign strategy interests, while also

enhancingexchangesandcooperationwithrespecttolanguage,whichw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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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China’sinternationalimageandreputationAtthesametime,this

willplay a constructive role in terms of China’s ability to shape

internationalaffairs

KEY WORDS:Language Policy;Discourse Strategy;Beltand Road

Initiative;SouthAsianNations;China’sNeighboringCountryStrategy

TheSimlaConvention,theSoＧCalledAngloＧTibet

TradeRegulationsandtheirBankruptcy

ByFengXiang

ABSTRACT:In １９１４,Chinarefusedto signthe Simla Convention,

therebyrenderingthedocumentineffectiveUnwillingtoadmitdefeat,the

BritishattemptedtoquietlyapplytheSimlaConventionanditsannexed

AngloＧTibetTrade Regulationsinanattemptto demonstratethatthe

Conventionhadtakeneffectandasa meansofsecuringitsobjectiveof

dividingChinaWithrespecttotrade,thispolicywasnotonlychallengedby

the１３thDalaiLama,butmoreimportantlythelocalofficialsofBritishIndia

didnotevenknowoftheexistenceoftheSimlaConventionanditsattached

schedulesInpractice,thegovernmentofBritishIndiaanditsofficialsfound

thatitwasimpossibletodisregardtheChinesecentralgovernmentanduse

theSimlaConventiontoresolveissuesanyofconcernThisdemonstrates

thattheSimlaConventionanditsvariousattachmentsneverbecamelegally

binding,andthatinpracticetheBritishpoliciesregardingtheConvention

couldneverevenbeeffectivelyimplementedAsaproductoftheSimla

Convention,theMcMahonLinewasneveranythingmorethana“castlein

thesky”thattheBritishattemptedtoplantinthemindsofIndianruling

elites
３５１


